
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
壹、問題緣起
日本刑事訴訟法（下稱日刑訴法）採行之「起訴狀一本主義」，近來成為我國實務界之熱門話題。司法院、律師公會、法務部為此組成考察團前往日本，研究於我國刑事訴訟法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可能性。此次檢察官協會到日參訪，亦鎖定「起訴狀一本主義」為主題之一與東京地方檢察廳進行交流。
「起訴狀一本主義」藉由檢察官起訴時，僅提出一紙起訴狀，以排除法院之預斷，遮斷偵查機關影響法院心證之機會，不使法院接觸無證據能力之證據，讓所有證據直接在審理程序出現，法院藉此形成心證，落實公平法院、直接審理、審理中心主義之理念
，係日本戰後修正戰前舊刑事訴訟法採行卷證併送制度以來之重大變革。惟「起訴狀一本主義」之運作，非單純於起訴時不同時檢送證據而已，於起訴狀內容之記載，關係審判對象之訴因制度，到起訴後之證據開示，樣樣與起訴狀一本主義之運作有絕對關連，考慮引進時，必須時時檢視與我國刑事訴訟法之相容性，以免逾淮為枳之憾。
其中最令作者百思不得其解者，乃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制度間之關係。日刑訴法第256條第2項規定：「起訴狀應記載左列事項：一、被告之姓名或足以特定被告之事項。二、公訴事實。三、罪名。」而同條第3項則規定：「公訴事實應明示訴因並記載之。訴因之明示，應盡量特定犯罪事實之時間、場所、方法。」相對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下稱現刑訴法）不採訴因制度，若引進起訴狀一本主義，是否必須同時引進訴因制度以為配套不可？若未同時引進，在我國現行制度下可能產生之問題為何？或有再進一步思考之必要。
貳、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
一、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內涵
（一）證據之附加、引用
日刑訴法第256條第6項規定：「起訴狀內不得附加使法官可能產生預斷之虞之書類或其他物品，或引用其內容。」惟早期實務上對於附加被告前科記錄（東京高判昭25.4.11）、行使偽造有價證券案件檢附該有價證券之影印本（東京高判昭28.6.22）等認不違反上開規定，遭致學者相當批評。
另外，以文書內容恐嚇他人或毀損他人名譽案件之起訴狀，是否允許引用該文書作為起訴狀之內容？實務上對於恐嚇案件，認原則上應記載其要旨即可，但如僅記載要旨，難以判明該文書欲表達之意旨，則於起訴狀內將該文書幾為相同之記載，亦不違反日刑訴法第256條第6項之規定（最判昭33.5.20、名古屋高判平6.9.28）。而將雜誌內認為妨害名譽之文章其中部分（約3500字）引用於起訴狀內，亦被認為尚無不當，不足使法院有產生預斷之虞（最決昭44.10.2）。因上開文書原文之全部或一部為犯罪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特定訴因之必要，即便全文引用亦優先於排除預斷之考量
，惟因訴因具有預告爭點之功能，是仍應於明示訴因之必要限度內為之，較為妥當
。
（二）起訴狀之記載
1、被告之前科、經歷、性向
於詐欺案件中記載「被告曾因詐欺罪二度受有刑罰」，為最高裁判所認為將使法官對提起公訴之犯罪事實有生預斷之虞，該起訴應為無效（最判昭27.3.5）
。緩起訴處分於同種前科之情形，亦同。惟若前科作為犯罪之構成要件要素之一，或以之說明被告之常業性，該部分事實即為訴因之記載所必要而允許記載。反之，如累犯加重之量刑事由，雖有主張係與所犯法條相同意旨，惟仍為最高裁判所認為於其後證據調查之階段即可提出，無虞起訴狀特別記載之理由，是不得主張與所犯法條具有相同意旨（同前最判昭27.3.5）。
而除被告將其自身經歷、平時行為、性格等事實作為恐嚇被害人之手段方法，必須將必要事實記載於起訴狀外（最判昭26.12.18），如非該當犯罪構成要件，或與之密不可分，且不足使法官產生預斷之事實，應不許記載於起訴狀內
。惟實務上有認為在起訴狀記載被告等三人為某幫派成員，因該案係起訴被告等共謀犯案，為明示共謀之態樣而特定訴因，並無違反日刑訴法第256條第6項之規定（大阪高昭57.9.27），但學說上則採反對意見
。
2、犯罪之經緯、動機、目的
此類動機之記載多在殺人、傷害致死、放火等犯罪見之，雖非公訴事實，但與之有密不可分之關係，且為使公訴事實明確而有必要時，其記載並不違法。即認為非必要，上開記載亦不使法官生有預斷之虞，公訴之提起自非無效
。
3、尚有其他犯罪之記載
於竊盜犯罪一覽表末記載「除上開以外推測尚有其他案件」，係「與起訴事實或犯罪情狀無直接關係，將使法官產生預斷」，其起訴係屬無效（廣島高判昭24.10.12）
。
（三）違反之效果
違反日刑訴法第256條第6項規定之起訴狀，乃被認為有致命之瑕疵，而無藉事後補正治癒之餘地，應由法院依同法第338條第4款（提起公訴之程序違反規定而無效）之規定為不受理判決（最大判昭27.3.5）
。
二、訴因制度之意義
日本舊刑事訴訟法第291條，僅規定起訴狀應記載「犯罪事實」，並未要求記載訴因。此乃因舊法時，法院不受起訴狀記載之犯罪事實所拘束，得就被告所犯之罪廣為審判之故。現行法採用當事人主義之訴訟構造，為保障被告之應訴權，無從再維持僅記載「犯罪事實」之方式，而改採訴因制度。是其意義具有以下幾點
：
1、區別功能：藉訴因區別訴因與訴因外事實，僅有訴因得作為作為審判之對象，可稱之為訴因與法院之關係。
2、防禦功能：被告可將防禦活動限定於訴因上，未記載於訴因之事實則無防禦之必要。可稱之為訴因與被告之關係。
3、因訴因之特定，可資判斷訴訟條件（如管轄權、告訴乃論之罪有無告訴）之有無
。
三、訴因之特定
訴因之特定可分為事實之特定與法律之特定。其中關於法律之特定，日刑訴法雖規定應記載本案適用之所犯法條，惟如所犯法條之記載有誤，對被告之防禦無實質之不利益時，尚不影響起訴之效力（日刑訴法第256條第4項但書），因此訴因之特定，其重點在於事實之特定上。
關於事實之特定，學說上有所謂六何原則，即①何人（犯罪主體）；②何時（犯罪時間）；③何處（犯罪地點）；④對何人（犯罪客體）；⑤以何方法（犯罪手段）；⑥產生何結果（犯罪行為之結果）。惟應記載至何程度方屬特定，學說上認為應「盡量正確」而非「盡其所知」之記載，以防侵害被告之防禦權。值得注意者，學者松尾浩也教授亦提出，要求記載過份詳細之犯罪事實，反易遭致重視自白、偵查長期化、法官產生預斷等弊害，因此適當程度之緩和亦屬必要。訴因之特定既屬程度問題，其界限如何值得觀察。
實務上例如①「白山丸事件」（最大判昭37.11.28），其訴因之記載為「昭和27年4月份至33年6月下旬之間，自本國出國至中國」，就未經許可出國至無邦交國之特殊情狀，肯定如上之記載方式。②施用安非他命案件之「吉田町施用安非他命事件」中，「9月26日至10月3日間，在Y村及其周邊，自己以注射或服用之方式施用安非他命若干數量」，其犯罪時間、地點、方法均為廣泛記載之訴因，乃「檢察官依起訴當時之證據，盡可能加以特定」，而認如此訴因之記載非未特定（最決昭56.4.25）。惟其上案件乃因其特殊性而容認廣泛記載之訴因，其他情形應不得容許以偵查之困難或被告之否認為理由降低對訴因記載之要求。其他如③傷害致死案件，記載「被告單獨或與A、B共謀，於平成9年9月30日下午8時30分，在X市中央區所在之Y商務旅館2樓7號房，對被害者以手段不明之暴力行為傷害其頭部，…」雖為最高裁判所認為乃「檢察官依起訴當時之證據，盡可能在時間、地點、方法加以特定並明示」，因此訴因非未特定（最決平14.7.18）。④「練馬事件」（最大判昭33.5.28）中對於共謀共同正犯之「共謀」於判決中應認定至何程度，則認為以嚴格之證明可證被告等確有共謀之事實即可，至於何時地為謀議，其謀議內容為何、各人具體之行為分擔等，均無一一論述之必要。惟學者有認為保障被告之防禦權，以如何暴行加害之犯罪事實極為重要，自應詳細記載為當。
承上所述，訴因因其區別功能及防禦功能，關於必要訴因記載之基準，亦可分為識別說與防禦權說。惟防禦權說因無法明確劃定訴因記載之範圍，且被告之防禦權除藉由訴因之特定外，尚可因爭點之明確化加以保障，因此以採識別說為基準，兼顧被告基本防禦權之保障為通說
。
四、訴因之變更

為兼顧訴訟經濟，日刑訴法同時承認訴因之變更，例如以竊盜之訴因起訴，審理後發現為故買贓物，如無訴因變更制度，勢必得先將竊盜部分撤回或判決無罪確定，再就贓物部分起訴，程序將相當繁瑣。廣義之訴因變更包括訴因之追加、撤回及狹義之訴因變更
，依日刑訴法第312條第1項之規定，「法院因檢察官之聲請，於無礙公訴事實同一性之限度內，應許追加、撤回或變更起訴狀記載之訴因或所犯法條。」同條第2項更規定：「法院於審理時認為適當時，得命為應追加、變更訴因或所犯法條。」
又訴因之變更對被告之防禦權影響甚大，故同條第3項、第4項規定，法院遇有訴因或所犯法條之追加、撤回或變更，應即將上開部分通知被告；認對被告之防禦生有實質不利益之虞時，為使被告有充分防禦之準備，得因被告或辯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期間內停止審理程序。
訴因變更制度之根據，有公訴事實對象說及訴因對象說。通說及實務均採訴因對象說，亦即審判之對象為訴因而非公訴事實，承認訴因變更制度乃對被告、檢察官均有其訴訟經濟之利益，由同一法官審理，因其心證之連續，亦有助於真實之發現。
從訴因對象說出發，因訴因所記載者為犯罪事實（事實記載說），故事實有變更時，即須經訴因變更程序。判例上對於事實無變更，但法律構成及所犯法條有所不同時，認無變更訴因之必要（最判昭28.5.8）。惟須經訴因變更程序者，並非所有枝微末節之事實，而係一定之重要事實，方有變更之必要。如何事實方認為重要，學說上有被告之防禦上生具體不利益或抽象不利益之具體防禦說與抽象防禦說之別。例如被告對強盜之訴因承認竊盜時，自具體防禦說認無須變更訴因即可認定竊盜，抽象防禦說則認仍有變更之必要。具體防禦說因其基準並不安定，因此通說係採抽象防禦說
。
茲將實務上認為須經變更與不須變更者，表列如下
：
（表一）事實變更之訴因變更要否
	
	須經變更程序
	不須經變更程序

	一
	犯罪行為之態樣有所變化
如：強制猥褻→公然猥褻
（最判昭29.8.20）
	犯罪之時間、場所、行為態樣或被害內容之變化，與犯罪之成否或被告之防禦無直接相關
如：詐欺罪之犯罪時間或詐取金額之變更
（最決昭35.2.11）

	二
	過失態樣有所變化
如：腳自離合器離開之過失→
    遲踩煞車之過失
（最判昭46.6.22）
	過失態樣之補充訂正
如：未注意確認前方用路安全→
      未注意前方而將方向盤往右打
（最決平15.2.20）

	三
	被害程度擴大
如：法人逃稅罪之逃稅內容擴大
（最決昭40.12.24）
	犯罪事實之縮小認定
如：強盜→恐嚇
（最判昭26.6.15）
    殺人→同意殺人
（最決昭28.9.30）
殺人未遂→傷害
（最決昭28.11.20）
  強盜致死→傷害致死
（最判昭29.12.17）


至於對犯罪事實之法律評價有所變更時，同樣須經訴因變更之程序。例如①收賄共同正犯變更為行賄共同正犯（最判昭36.6.13）、②幫助犯變更為共同正犯（最大判昭40.4.28）、③殺人變更為重大過失致死（最決昭43.11.26）。而在對被告之防禦權無實質不利益時，如①侵占變更為侵占離他人持有之物（最判昭28.5.8）、②背信變更為詐欺（最判昭28.5.8）、③業務過失致死變更為重大過失致死（最決昭40.4.21）、④共同正犯變更為幫助犯（最判昭28.11.10）、⑤單獨犯變更為共同正犯（最判昭28.11.10）等情形，則無須經訴因變更程序
。
五、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之緊張關係
起訴狀一本主義係指將於起訴狀內描述起訴之被告其犯罪行為，其中關於被告之特定、犯罪事實之特定均為必要，否則被告無從知悉檢察官起訴之內容、範圍，即無從進行防禦。日刑訴法上所指之訴因，正係為確定審判對象而設。亦即訴因之特定為原則，訴因之變更應屬例外。倘無訴因制度，審判對象無從確定，該案件之審判範圍可能隨著審理階段之進行而變動，對被告之防禦甚為不利。而在訴因制度下，法院本於訴訟經濟及真實發現之考量，固得職權以訴因變更命令介入，然在當事人主義之構造中，如此設計後對於公平法院之要求，反是一大挑戰，此為權衡利害得失而於制度上選擇中和之結果。實務上雖然認為，為明示訴因之構成要件事實或其密切不可分之關連事實所為之記載，即不違反日刑訴法第256條第6項之規定（最判昭26.4.10），亦即特定訴因相較於防止預斷，具有優先地位
。學說上對此強烈批判，認為防止預斷為保障日本國憲法第37條第1項「公平法院」之重要手段，相較於訴因之特定可由其他方法替代，一旦形成預斷即難消除，因此訴因之明示應侷限於最小必要限度，以免使起訴狀一本主義倒退
，亦即過份要求詳細之訴因記載，易使法官產生預斷之危險。是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之特定，具有相互依存且搖擺之緊張關係
，此無法由統一之法律規定予以解決，必須委由實務運作逐漸找出其平衡點。
參、小結—會談內容與評析
本次參訪東京大學法科大學院，作者問起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制度之關係，亦即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而未同時採行訴因制度，是否可行。井上教授首先回答，起訴狀一本主義係為免法官於審理時產生預斷，訴因制度則為確定審理對象與範圍，兩者並不當然相關。但倘無訴因制度，則於起訴狀記載之犯罪事實，其審理範圍如何即無從確定。例如起訴甲於A時於B地殺害乙，審理結果發現為甲於C時D地殺害乙，倘無訴因制度，法院雖仍可審理該事實，但恐將有違當事人主義之本旨。大澤裕教授則補充以，無論起訴狀一本主義或訴因，均為刑事訴訟之程序事項，相較於此，刑事事實之認定更為重要。
作者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科大學院進修期間，在由現職或退休之法官、檢察官、律師共同任教之「刑事訴訟實務之基礎」（二年級生課程）上，藉由教材窺見日本檢察官所制作之起訴書。與我國之起訴書相較，在犯罪事實之撰寫上，除少了前科、犯罪動機外，其他部分包括起訴事實之六何原則，均大致相同。換言之，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後，困難者並非起訴書之制作，而是整個刑事訴訟制度之改變。在所謂「修正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構造下，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前提，乃法官必須徹底堅守中立第三人立場，有關職權傳喚證人、訊問等規定，以及如何主持證據開示程序、法庭之訴訟指揮等，均必須重新檢討。
又起訴狀一本主義尚具有「反省與檢討糾問型態下之有罪推定問題，甚且亦得以發現其在於證明為當事人主義與辯論主義之訴訟制度所強調之無罪推定原則之法理。」，而「訴因制度係藉由當事人間之自由辯論以遂行訴訟程序，設若不以起訴狀一本原則為前提，實無法期待期能發揮真正的機能。」
是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訴因既具有上述之依存關係，加上訴因具有特定審判對象、保障被告防禦權之功能，因此若有其他制度設計能達成落實上述功能，無論其名稱是否為訴因，即非重要。惟不論是否採行訴因制度，至少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67條之「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在刑法之牽連犯、連續犯廢除後，已無存在必要。檢察官對犯罪事實之起訴內容，自當清楚明確，未記載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藉由擴張方式加入審判範圍，實難撇除侵害被告防禦權及突襲性裁判之臭名。就如日刑訴法雖設計有訴因之預備或擇一之記載方式（日刑訴法第256條第5項），但實務上甚少出現，退休法官之川上拓一教授，甚至表示在其審判生涯中從未見過以此方式記載之起訴書，即為明證。
最後是立基於當事人主義下之起訴狀一本主義，被告及其辯護人之權限，亦有同時注意之必要。相對於我國，日本辯護人之權限，在偵查中被告訊問時不得在場、接見在押之被告須得檢察官同意，在審理時僅得依法請求法院令檢察官開示證據，均與我國現制大為不同。縱改為起訴狀一本主義，我國辯護人現行所有權利，除閱卷部分須另訂證據開示之規定外，對被告行使防禦權已然足夠，若有證據調查之必要，仍應透過法院為之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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